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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崇儒到尚俠— 
論晚清士人對明治漢文史傳中 

志士形象的接受與轉化
∗
 

崔 文 東
∗∗
 

摘 要 

本文探討晚清兩代士人如何接受並轉化明治漢文史傳《尊攘紀事》、 

《近世偉人傳》中的志士形象，建構新的人格理想。明治初年，漢學家岡

千仞與蒲生重章藉助書寫漢文史傳為志士正名，刻畫出帶有「儒」與「俠」

色彩的兩類志士形象：他們皆推崇「尊攘大義／忠孝大義」，情緒慷慨，

為國獻身。在甲午戰前，黃遵憲依據漢文史傳撰寫《日本國志》，稱頌日

本志士。他以「儒」涵括「俠」，將志士建構成忠君「處士」、「氣節之

士」，輕生死，尚意氣，悖離了聖賢君子的人格理想。甲午戰後，維新派

士人依據明治漢文史傳與《日本國志》撰寫政論，以「俠」含括「儒」，

歌頌慷慨志士，召喚中國義俠。他們吸收康有為、譚嗣同的「仁」學以及

公羊學理論，結合「心力」、「博愛」、「復仇」等觀念重構俠士倫理，

奠定了國民道德的雛形。 

關鍵詞：明治漢文史傳、志士、晚清士人、儒與俠、人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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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長期以來，中國以「文」立國，士人希聖希賢，以內聖外王為志 
願。即使遭逢變亂，他們熱衷談兵論劍，依然以「文」為本位。

1 
這一 

思想文化傳統在二十世紀遭遇極大的衝擊，儒家聖賢君子的人格理想 
逐漸動搖。

2 
其中一個重要表徵就是士人大力倡導尚武精神，以英雄豪俠

自命。3 誠如先行研究所言，二十世紀初中國尚武風潮高漲，「武國」日

本的影響至關重要，以梁啟超（1873-1929）的學説為例，無論是《新民

説》之「論尚武」，抑或「中國之武士道」，皆由日本資源轉化而來。4 
問題在於，梁啟超等人東渡後的尚武精神論述是否一蹴而就？抑或 

其來有自？在我看來，黃遵憲（1848-1905）於甲午戰前完成的《日本國

志》稱頌志士，已經偏離聖賢君子的人格理想，埋下尚武精神的種子； 
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等維新派士人在戊戌年間撰寫政論，刻畫 
志士，更是極力鼓吹尚俠之風。這段尚武精神的前史，同樣是日本資源 

有以致之，只不過上述晚清士人還無法閱讀日文著作，他們的思路、觀 

                                                                          

1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6），第 2 章〈談兵〉，頁 79-142；以及王鴻泰，〈武功、武學、武藝、 
武俠—明代士人的習武風尚與異類交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5.2 
(2014.6): 209-267。 

2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54(1999.4): 34-35。 
3   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1998），第七章〈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頁 275-319。陳著將晚清尚武風潮主 
要視作本土俠傳統的復興。與陳著相同，本文討論的「俠」源出中國史傳，而非小説、 
戲曲等通俗文化作品。 

4   陳繼東，〈在中國發現武士道—梁啟超的嘗試〉，《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7.2(2010.12): 219-254；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武士道」 
在日本、中國、臺灣的發明與越境〉，《臺灣社會研究季刊》85(2011.12): 51-88。 
關於日本的「武國」特徵，參見（日）前田勉，〈近世日本の「武國」觀念〉，收入 
玉懸博之編，《日本思想史—その普遍と特殊》（東京：ぺりかん社，1997），頁  
231-253；藍弘岳，〈「武國」的儒學—「文」在江戶前期的形象變化與其發展〉， 

《漢學研究》30.1(2012.3): 243-244；張崑將，《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 
滲透的新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 23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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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主要源自明治時代儒者、漢學家岡千仞（字振衣、號鹿門，1833-1914） 
著《尊攘紀事》與蒲生重章（字子闇、號褧亭，1833-1901）著《近世偉

人傳》等兩部漢文史傳。 
職是之故，本文探討晚清兩代士人如何接受並轉化明治漢文史傳， 

重構日本志士形象，塑造新的人格理想。
5 
論述「志士」時，文章以漢文

史傳為依據，江戶後期以降的尊王攘夷派皆涵蓋在內，並不侷限於幕 
末時代。他們大多來自下級武士階層，或以儒者自居，或以武士自命， 
又往往因應不同脈絡，被稱作「處士」、「浪士」、「義徒」、「義 
士」、「草莽」。

6 
具體説來，文章以日本漢文史傳為起點，探討漢學 

家如何將日本儒學建構成維新的思想動力，將崇儒志士建構成維新的 
主體，又如何運用史漢筆法塑造出沾染中國「儒」與「俠」色彩的兩類 
志士形象。其次以黃遵憲《日本國志》為樞紐，探討他如何論述中國儒 
學驅動日本維新，如何以「儒」涵括「俠」，將志士均塑造為氣節之 
士。再次分析維新派士人在閱讀明治漢文史傳與《日本國志》之後，如 
何以「俠」含括「儒」，將志士均闡釋為俠士，又如何引入其他思想資 
源，塑造出救國的俠士典範。以往關於中日思想文化交流的討論，側重 
從思想、概念入手，積累豐厚。

7 
本文則試圖強調，漢文史傳中的志士形 

                                                                          

5   郭連友曾研究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關於維新志士吉田松陰（1830-1859）的論述，

但沒有特別關注《尊攘紀事》與《近世偉人傳》，見氏著，《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148-199；關於明治漢文著作對晚清士人

的影響，以往的研究較為關注王韜《重訂法國志略》（1890）如何吸收岡本監輔《萬

國史記》（1879）與岡千仞《法蘭西志》（1878）。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

中國革命話語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30-36；葉楊曦，〈書籍

環流與知識轉型—以岡千仞漢譯西史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11(2016.12): 
271-308。 

6   關於上述稱呼的內涵，參見（日）高木俊輔，《明治維新草莽運動史》（東京：勁草 
書房，1974），頁 5-16。 

7   關於近代以前與近代以來思想交流的概論，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 
的辨證》（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王汎森，〈「思想資源」與「概 
念工具」—戊戌前後的幾種日本因素〉，《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 
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18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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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既包涵思想要素，也蘊含情感力量，晚清士人正是在思想衝擊與情感 

共鳴的合力之下，一步一步推動了理想人格從「儒」到「俠」、從「文」

到「武」的轉變。 

二、「書生劍客」與「忠臣義士」：明治漢學家筆下的 

志士形象 

倒幕維新是日本歷史上至關重要的政治變革，進入明治時代，大量 

史著紛紛湧現，以不同立場、從不同角度論述其動因與意義。本節討 

論的岡千仞《尊攘紀事》與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兩部漢文史傳亦是當

年的名著，風行一時。
8 
前者採用紀事本末體，敘述從美國黑船叩關到幕

府大政奉還期間的幕末歷史；後者為規模宏大的紀傳體著作，以江戶後期

直至幕末時代「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事蹟為主體。
9 
幕末讀書人熟習《史

記》與唐宋八大家文，擅長縱論天下國家大勢，臧否人物。
10 
兩書著者承 

襲此潮流，敘述生動，議論慷慨，極力表彰志士的貢獻。此外，兩書還 
收入大量知交與弟子的序跋評點，他們大多是儒者、漢學家，與著者同 
氣相求。岡千仞、蒲生重章為何如此推崇志士？這與兩人的經歷息息 

                                                                          

8   在以往的日本史學史研究者中，僅有小澤榮一提及兩書流行的狀況，並指出《尊攘紀 
事》繼承儒教以及政治史的歷史記述，另有田中彰提及《尊攘紀事》體現尊王攘夷史 
觀，但皆未詳論。（日）小澤榮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 明治編—一九世紀 
日本啓蒙史学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頁 99、265；（日）田中彰， 

《明治維新観の研究》（札幌：北海道大學圖書刊行會，1987），頁 89。 
9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東京：龍雲堂刊本，1882）；（日）岡千仞：《（訂 

正）尊攘紀事補遺》（東京：鳳文館，1884）。事實上《近世偉人傳》也收入少量江 
戶前期的人物，後來又納入參加甲午戰爭的軍人，《近世偉人傳》由東京青天白日樓 
刊刻，仁字集初編至五編於 1877-1881 年出版，義字集初編至五編於 1882、1884、 
1886、1887、1891 年出版，禮字集初編於 1895 年出版。 

10 （日）齋藤希史，《漢文脈と近代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東京：日本 
放送出版協會，2007），頁 32-36；（日）合山林太郎，《幕末．明治期における日 
本漢詩文の研究》（大阪：和泉書院，2014），頁 13-28。後者直接論及岡千仞文集 
所收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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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11 

岡千仞出生於仙臺藩的下層藩士家庭，青年時代赴江戶昌平黌求學，

研習儒學與漢詩文。後投身尊王攘夷運動，與舊同窗松本圭堂 
（1831-1863）、松林飯山（1839-1867）開設大阪雙松岡塾，結交志士。

返回仙臺藩後，由於反對主政者的佐幕方針，被捕下獄。蒲生重章出生於

村松藩，由身為藩醫的伯父養育成人，後赴江戶學習漢方醫學與儒學，亦

以漢詩文而聞名。由於支持本藩的尊王改革派，他失去出仕的機會，親友

更因此而殉難。明治維新後，兩人夙願得償，卻未能施展抱負。一方面，

薩長藩閥把持明治政府，仙臺藩、村松藩曾經對抗新政權，兩人因此仕途 
不順，他們都曾進入修史局，又很快去職。另一方面，明治政府大力推 
崇西學，儒學急遽邊緣化，兩人只能藉助設塾授徒，與同道推動「斯文 
學會」，

12 
勉力維繫漢學命脈於不墜。一言以蔽之，他們同為心繫天下、

尊王倒幕的幕末儒生，皆是鬱鬱不得志的明治漢學家。就廣義而言，兩 
人亦堪稱志士。 

由此看來，岡千仞、蒲生重章於明治初年撰寫「私史」，其實寄託了

紓解鬱結的用心。兩人對當時主流論述忽略志士貢獻深感憂慮。岡千仞 
就屢屢感慨殉難志士身死名滅：「而水戶氏首唱尊攘大義，忠勇志士，竭

力國事者，或觸刀鋸，或僵囹圄，流離困辱，死亡畧盡。而世談維新者，

亦不甚説水戶氏，何天厚於為之終者，而薄於為之始者乎？」
13 
「當時 

所交諸士，士權（按：松本圭堂）、伯鴻（按：松林飯山）以下，或死 

                                                                          

11  關於兩人生平，本段參考（日）宇野量介，《鹿門岡千仞の生涯》（岡廣刊刻，1975）； 
（日）內山知也，〈蒲生重章の生涯と漢文小説 付年譜〉，《斯文》112(2004.3): 1- 

26。中日學界關於蒲生重章的研究非常罕見，關於岡千仞的討論則層出不窮，尤其

關注他與晚清士人的交往。易惠莉，〈日本漢學家岡千仞與王韜—兼論 1860-1870
年代中日知識界的交流〉，收入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 12 輯（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168-243；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 
   《臺大文史哲學報》64(2006.5): 131-171。  
12  關於「斯文學會」，參見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 

概念的嬗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306-314。 
13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8，頁 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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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或死兵戈。而戊辰（1868）之事，投風雲乘際會、列名爵班撫仕

者，不在於彼而在於此。何天之薄於為始者，而厚於為終者也？」
14 
他因

此在書中強調志士的功勳，既是對抗遺忘，也間接為自己的貢獻正名。蒲

生重章表述意圖時更為直白：「葢自古俶儻非常之士，不遇於世，則往往

網羅國家遺事，以傳後世。後世讀其書、欽其人，如覩景星鳳凰，豈不盛

哉？余之不肖何敢望之，然而其所志則有慕焉。」
15 
他為此特別表彰「有

偉功於中興維新之際，磊磊軒天地者」，其中大多是死難志士與不遇的讀

書人，也包括了他的親友及其本人。
16 

與此同時，兩人對西化大潮頗為不滿：「今也洋學大行，人人從事 
歐米學科。新進穎脫而出者，往往自封所得，外視漢學。語及六經，則誹 
笑為迂腐不解事，陋儒不明聖旨。」

17 
「但唱西洋開化之説，孳孳於功 

利技藝，而擯斯文以為迂闊。六經仁義之説，束之高閣，甚則至扵欲併 
漢字廢之。」

18 
他們因此極力突出漢學之於日本的意義：「我邦於漢學，

歷世神聖所取以建國體，維民彝，傳寶祚於千萬世之久，豈可以與漢 
土異其域而外之乎？」

19 
「抑斯文既為我邦固有之道，而列聖之所遵 

守，中興偉業所須以舉者，則聖天子賢宰相寧可蔑視之哉？」
20 
就此而 

言，岡千仞在書中崇尚「尊攘大義」，蒲生重章稱揚「忠孝節義」（詳見

下文），皆旨在維持漢學／儒學的地位。 
那麼，表彰志士如何能夠與推尊儒學相聯繫？箇中關鍵，就在於 

                                                                          

14 （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3，頁 10b。 
15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初編，卷首〈近世偉人傳自序〉，頁 8a。 
16  例如〈村松七士傳〉（仁字集二編，卷上）、〈白賁子傳〉（仁字集二編，卷上）、 

〈白囊子傳〉（仁字集三編，卷上）。白賁子、白囊子為蒲生重章之別號。 
17 （日）岡千仞，《藏名山房文初集》（東京：岡百世，1920），卷 6〈書斯文會告文 

後〉，頁 12a。 
18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5 編，卷首〈慶斯文學會序（錄以代自序）〉， 

頁 13b。 
19 （日）岡千仞，《藏名山房文初集》，卷 6〈書斯文會告文後〉，頁 11b。 
20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5 編，卷首〈慶斯文學會序（錄以代自序）〉， 

頁 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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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攘紀事》與《近世偉人傳》建構出如下維新觀：儒學是維新的思想動

力，尊奉儒學大義的志士則是維新的主導力量。具體説來，《尊攘紀 

事》主要援引了水戶學的思路與概念。江戶初期，水戶藩藩主德川 
光圀（1628-1700）組織藩儒撰寫《大日本史》，以朱子學道德論述構建

歷史觀，開創了水戶儒學流派。江戶後期，會澤正志齋（1781-1863）、

藤田東湖（1806-1855）等水戶儒者融合古學、國學思想，創出「國體」

論，宣揚「大義名分」、「尊王攘夷」，今人稱作後期水戶學，對志士 
影響尤鉅。

21 
岡千仞年輕時熟讀會澤正志齋的《新論》等著作，在《尊 

攘紀事》中極力標舉水戶儒者宣揚「國體」論的貢獻：
22 
德川光圀「慨國

體不立，名分不明，聘一代名儒，撰《日本史》」；
23 
幕末時期水戶烈公

德川齊昭（1800-1860）創設弘道館，作〈弘道館記〉：「發揮神聖之大

旨，講究文武之大道」，「以其學專主國體，一時稱曰『天保學』」；
24 
會

澤正志齋、藤田東湖「專説神聖國體冠萬國」。
25 

事實上，後期水戶學的基本立場是「尊王敬幕」，《尊攘紀事》運 
用《新論》等著作提出的概念，進一步證明倒幕乃是時勢之必然。一方 
面，岡千仞從「神聖國體」出發，推論出「尊王」必須「倒幕」。書中 
援引《大日本史》，宣稱「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

26 
強調萬世一系的 

皇統為「國體」的核心，從而「有名分綱常不可得而泯滅如斯者也」。
27 
這

                                                                          

21 （日）尾藤正英，〈水戸学の特質〉，《日本の国家主義：「国体」思想の形成》（東 
京：岩波書店，2014），頁 239-266。 

22  岡千仞曾就讀昌平黌，一般被歸類為朱子學者。（日）關儀一郎、關義直編，《近 
世漢學者著述目錄大成》（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41），頁 118。書中採用水戶 
學視角，應該也因為該書為紀事本末體，尊王攘夷理論適合用來闡釋歷史大勢。 

23 （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4，頁 12a。 
24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6，頁 14a。 
25 （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1，頁 5b。 
26  「固曰：秋津洲我子孫所王，寶祚之隆，與天壤無窮。」（日）岡千仞，《尊攘紀事》， 

卷 8，頁 20b。此處引自天祖對天孫所説：「豐葦原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 
爾宜就而治焉，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日）源光圀修，《大日本史》（東 
京：吉川弘文館，1911），卷 1〈本紀第一〉，頁 2。 

27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3，頁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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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所謂「名分綱常」顯然意指「君臣名分」、「君為臣綱」，岡千仞根據

會澤正志齋的「忠孝一致」論，又將其闡釋為「忠孝大義」。
28 

在後 
期水戶學的觀念中，「大義名分」意味著對國家秩序的絕對服從。

29 
因 

此在岡千仞看來，唯有天皇親政體制才是合法的國家秩序，幕府政權與 
「國體」不合，「皆一時姦雄，因不得不然之時勢，立姑息治法。一切 

武斷戡定亂畧者，固非神聖立國之旨也」，
30 
「尊王倒幕」勢在必行。 

另一方面，岡千仞也藉「國體」論推出「攘夷」必須「倒幕」。他 
與會澤正志齋一樣，强調日本作為「神州」與「武國」的特殊地位，推 
崇「尚武」：

31 
「我邦勇武立國」，

32 
「蓋我邦創國以來，未曾為外國 

所凌辱」，
33 

因此必須實行「攘夷」國策。岡千仞其實贊成開國，但 
是認為日本應該先背水一戰，無論勝敗，均可「振發神州固有之真元 
氣」。

34 
幕府不戰而和，「不能盡其職」，「以堂堂獨立國，辱國體如 

斯」，
35 
因此必然為歷史進程所拋棄。 

岡千仞記錄的幕末歷史進程可謂完美實踐了上述理論。不僅水戶、 

                                                                          

28  岡千仞〈書斯文會告文後〉指出「蓋漢學，綱常民彝之所繫」，其核心為「忠孝大義」， 
而《尊攘紀事》則主要使用「尊攘大義」或「名義」。（日）岡千仞，《藏名山房文 
初集》，卷 6，頁 11b。關於後期水戶學之忠孝道德論，此處參考（日）辻本雅史， 

《近世教育思想史の研究：日本における「公教育」思想の源流》（京都：思文閣， 
1990），頁 268-333；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 
學與陽明學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264-272；藍弘岳， 

〈會澤正志齋的歷史敘述及其思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1(2018.3):  
182-190。 

29 （日）尾藤正英，〈水戸学の特質〉，頁 243。 
30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8，頁 20b。 
31  關於會澤正志齋的攘夷論與尚武論之聯繫，此處參考（日）前田勉，〈『新論』の尊 

王攘夷思想〉，《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東京：ぺりかん社，1996），頁 358- 
395；藍弘岳，〈「神州」、「中國」、「帝國」—會澤正志齋的國家想像與十九 
世紀日本之亞洲論述〉，《新史學》22.3(2011.9): 71-112。 

32 （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4，頁 23b。 
33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7，頁 18b。 
34  同上註，卷 5，頁 15a。 
35  同上註，卷 7，頁 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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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州、薩摩三藩君臣推動尊攘，志士同樣尊奉大義，「原其始心，皆重 
國體，誓尊攘之大義者」，

36 
「獻其丹誠而效其忠節」。

37 
由於志士 

踐行名義最為堅決，對維新的貢獻也就最為卓著：「余嘗論維新大業， 
成於浮浪之手，十居七八，以是也。」

38 

《近世偉人傳》論述儒學、志士與維新之關係時，主要借鑑朱子學 
的思路。

39 
對於蒲生重章及其友人而言，歷史變革與志士抗爭皆是儒學 

教化有以致之。這在〈慶斯文學會序（錄以代自序）〉一文中體現得 

最為顯豁： 

余嘗竊謂：大政維新之功，斯文舉之也。所謂斯文即我固有之道，而

列聖之所遵守者。蓋蒲生君平、及高山彥九之徒，唱之於寬政文化間

（按：江戶後期）；賴山陽、梁川星嚴之徒，和之於天保弘化間；處

士及諸藩義徒，繼之於安政慶應間（按：幕末時期）。而明治中興之

偉業集矣。……嗚呼斯文也，亘乎萬古而不泯滅。在天則日月星辰皆

斯文也，在地則草木山川皆斯文也，在人則禮樂制度皆斯文也，而君

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無適而非斯文

也。苟斯文而泯滅，則無天也，無地也，無人也。然則斯文其焉可不

興起哉？……重章不敏，不自揆，修私史，始自君平，以迨中興諸子，

凡孳孳於斯文者，皆採而傳之，以布世區區之心，竊在乎維持斯文焉

耳。40 

考察蒲生重章的其他文章，我們會發現他也受到「國體」論述影響， 

宣稱「獨我邦萬世一系，神聖之子孫，繼繼承承於無窮，世界萬國無其 

比者」，但又強調儒學之「彝倫」是「萬國之公道」、「自然之道」。
41 可

                                                                          

36 （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4，頁 5a。 
37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7，頁 19b。 
38 （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2，頁 23a。 
39  就學術背景而言，蒲生重章為折衷派朱子學傳人。（日）內山知也，〈蒲生重章の生 

涯と漢文小説 付年譜〉，頁 6-7。 
40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5 編，卷首〈慶斯文學會序（錄以代自序）〉， 

13a-b。 
41 （日）蒲生重章，《褧亭文鈔》初編（東京：青天白日樓，1898），卷上〈彝倫論〉， 

頁 4b-5a。 



226  漢學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 

見在朱子學的思路下，處於最高位的並非日本獨有的神聖「國體」， 

而是儒學之「道」。就廣義而言，此處的「斯文」指代儒學，也意指朱 

子學的普遍性道德原理，因此乃是「日本固有之道」，亙古不變，既 

蘊含於天地萬物之中，又顯現於五倫之上。「儒學／斯文」教化了日本的 

「忠臣義士孝子節婦」，他們踐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 

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合乎「斯文／道」，因此引發明治維新。 

狹義而言，「斯文」主要指涉書中反覆提及的「忠孝大義」。
42 
蒲生

重章此處突出的「孳孳於斯文者」都是志士，包括蒲生君平（1768-1813）
等尊王學者，以及實踐尊攘的「處士及諸藩義徒」。或者藉用蒲生重章 
弟子的概括：「安政文久間，忠臣義士輩出，但知有國，而不知有身。 
今致此維新之隆治，蓋此輩之功居多，宜大書特書屢書以傳矣。」

43  
正是由於「忠臣義士」提倡與實行「斯文／忠孝大義」，明治維新才能 
大功告成，因此他們的事蹟成為全書的主體。值得注意的是，「處 
士」、「義徒」大多是武士、浪士，蒲生重章所謂「斯文」，其實涵括 
了「武」的色彩。

44 
那麼兩人又塑造出怎樣的志士形象？兩書皆包含學者與武士，著者 

因應日本儒學的「文武兩道」，
45 
對兩種類型都極力表彰，又承襲漢文 

學的傳統，化用《史記》等經典，
46  
為兩類志士賦予「儒」與「俠」的 

                                                                          

42  蒲生重章之所以突出「忠孝大義」，也應該受到大環境影響，因為強調「忠孝」本就 
是江戶儒學區別於中國儒學的特色，明治十年左右，政府與學界也開始重新提倡「忠 
孝」。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 
心》；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頁 
198-210。 

43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4 編，卷末〈跋〉（森元茂作），頁 1a。 
44  與中國儒者不同，幕末朱子學者也大多尚武，（日）高山大毅，〈『良将達徳鈔』を 

めぐって—尚武の思想家としての古賀侗庵〉，《駒澤國文》54(2017.2): 19-66。 
45  學者也大多出身於武士階層，此處武士乃是就職業而言。關於「文武兩道」，參見藍 

弘岳，〈「武國」的儒學—「文」在江戶前期的形象變化與其發展〉，頁 243-249。  
46  賴山陽的《日本外史》就深受《史記》影響。參見（日）齋藤希史，《漢文脈と近代 

日本—もう一つのことばの世界》，頁 52-67。漢學家筆下的「俠」論述同樣源自 
中國史傳，而非江戶庶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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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 
在《尊攘紀事》中，岡千仞屢屢將幕末時代與中國春秋戰國做類 

比，以三蘇論策的筆法，將「志士／浮浪（即浪士）」刻畫為最具陽剛 
氣質、最願意為「名義」獻身的群體：47 

葢當時王矦生長深宮，骨緩肉慢，柔懦如婦人。而門閥世臣，亦皆顧

身家重田祿，惴惴焉唯過失之懼。而浮浪游士，既不得志其國，周遊

四方，備嘗艱難，磨礲才知。其於天下大勢，諳熟胸中，其臨大事斷

大計，勇往敢為，無一所顧惜。……方今幕府政令不行，而三百諸矦

生長宮中，不知哀樂為何物；世臣門閥，概皆紈袴子弟；而浮浪書生，

雲集輦下出入公卿之門，揣摩天下之勢，使幕府至有今日之舉動，豈

非天下之權歸浮浪之手乎？48 

岡千仞在〈山縣昌貞傳〉中也有類似論述：「獨浮浪處士有氣概者，涉 

書史，誦古今，……退顧一身，浮寄孤懸，無足顧惜者。曰：『名義之 

所在，以之觸嫌忌、陷刑辟，不害烈士』」。
49 
概言之，「浮浪」出身 

低微，因而無所牽掛，為踐行「尊攘大義」，不惜慷慨赴死。 

對岡千仞而言，「浮浪」包括「書生」，山縣大貳（1725-1767）、

蒲生君平、高山彥九郎（1747-1793）等學者皆是「處士橫議」的代表—

不僅眉批宣稱「高山蒲生以下，孰非浮浪書生」，
50 
〈山縣昌貞傳〉所舉 

「浮浪處士」也是上述三人。但《尊攘紀事》敘事始於美艦叩關，因此 

書中真正詳細描摹的學者，僅有佐久間象山（1811-1864）、吉田松陰 
                                                                          

47  岡千仞提供了「浮浪」的定義，可與高木俊輔的論述相對照：「凡藩士犯幕憲，觸大 
法，累及藩主，故外國事起以來，志士慨國事者，往往請脱藩籍，稱浪人，奔走四方， 
互募黨援，脫藩浮浪，年多一年。」（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3，頁 14b-15a。 

48 「大意來自三蘇論策。」（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4「木原節夫眉批」，頁 
10b。 

49 （日）岡千仞，《藏名山房文初集》，卷 5〈山縣昌貞傳〉，頁 2a-b。此文未署寫作 
日期，東洋文庫所藏 1881 年《藏名山房集》寫本包含此文，可以推知早於《尊攘紀 
事》完成。 

50  隨後又提到「所謂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是也」，意指當時幕府無道，處士橫議。（日） 
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4「木原節夫眉批」，頁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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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1859）師徒。他讚美兩人「慷慨論國事，四方志士為其所風動，

爭起論事」，「益風教，裨家國」，尤其突出吉田松陰「在罪籍之中，鼓

舞尊攘二字，使一藩子弟，歙然致死於此」。
51 
學者宣揚大義，教化弟 

徒，可與「東林講學者」相提並論。
52 

書中「浮浪」的主體則是從事暗殺、武裝叛亂的尚武浪士：「蓋當時

浮浪，概皆書生劍客（按：語意側重在劍客）」。
53 
岡千仞化用了《史 

記》〈游俠列傳〉、〈刺客列傳〉的筆墨，
54 
圍繞重大事件（櫻田門外之

變、天誅組之變、天狗黨之亂、坂本龍馬締結薩長同盟等）刻畫劍客群 
像。他們不僅議論國事，更為此以武犯禁、重義輕生： 

外國事興以來，書生劍客，慷慨國事，競為詭激。腰橫大刀，曰攘夷

刀；腳穿闊袴，曰脱藩袴。論及尊攘，切齒扼腕，罵要路權貴為姦 

物，嘲老成宿儒為迂腐。悲歌劍舞，繼以泣涕，輾轉相傚，殆為一世

風尚。55  

雖然浪士「激客氣，逼義憤」，行事不擇手段，不計後果，「視死如塵 
芥」，但他們動機純粹，「赤心報國」，

56 
故而堪稱孟子所謂的「大丈 

夫」：「名義所在，抉腸絕脰，斷行其志，此謂之大丈夫。」
57 

《近世偉人傳》刻畫「忠臣義士」時，同樣藉用中國歷史來做對照。 
除了渲染他們奉行「忠孝大義」，更強調他們皆是「氣節之士」，並且將

幕末與東漢風俗之美相提並論：「人人皆慷慨尚名節，猶如東漢之 
俗。及開化説起，人人講功利，士風靡然萎苶，猶如西晉之清談放蕩。憂

                                                                          

51 （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2，頁 3b、4a-b。 
52  同上註，卷 2「安達清風眉批」，頁 3a。 
53  同上註，卷 2，頁 22a。 
54  「無此一論，安知百世之下，無不引荊軻例書盜者乎？」（日）岡千仞，《尊攘紀事》， 

卷 3「重野安繹眉批」，頁 4a。「使讀者義氣勃勃如讀一部《水滸傳》」。（日）岡 
千仞，《尊攘紀事》，卷 6「木原節夫眉批」，頁 5a。 

55 （日）岡千仞，《（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 2，頁 17b。 
56  同上註，卷 2，頁 22a、23a。 
57  同上註，卷 3，頁 10b-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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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者其亦可不鑒哉！」
58 
需要強調的是，所謂「忠臣」，其實絕大多數是

布衣處士，雖然無官無職，同樣憂國愛君，滿懷政治主體的使命感。 
相對而言，《近世偉人傳》頗為突出「文儒」。在體例方面，全書 

各編就往往「以文儒之士為傳首」，原因在於「轟天震地之偉業或成乎 
眼無丁字者，獨至於矯正澆風，挽回頹俗，則有待於文儒之士」，

59  
文儒正是宣揚忠孝大義的主力。與之對應，蒲生君平等尊王學者皆入選， 
藤田東湖等水戶儒者亦納入書中。他們因講學論政而觸犯幕府，為堅守大 

義而慷慨赴死，令中村正直（1831-1891）等評者印象深刻： 

有若高山正之、蒲生君平，不憂一身之牢騷困苦，而以皇道之陵夷、

戎狄之猖獗為憂，以致天下稍稍聞風而興。有若高埜長英、渡邊華山，

首講遠西之書，觸時俗之忌諱，殺身而不悔，以大開天下之耳目，其

功可謂偉矣。其後有若吉田松陰之死於獄，有若佐久間象山之被刃於

道，皆所以使一世進於文明。60 

不過，蒲生重章所謂「處士」與「義徒」，主體依然是武士，其中 
不乏岡千仞細緻刻畫的「劍客」。蒲生重章同樣化用〈游俠列傳〉、〈刺 
客列傳〉的筆墨，描繪他們的義勇形象：在天誅組之變中，平野國 
臣「糾合義徒」、「斃於姦鋒之下」，

61  
真木保臣兵敗自刃「以身殉天 

地」；
62 

在天狗黨之亂中，武田耕雲齋「蒙流賊之名」為幕府處斬；
63  

松本圭堂軍敗「伏刃而死」；
64  坂本龍馬與同人皆是「慷慨氣節士，盡力 

於國事，斃而止」。
65  

這些浪士身體力行「忠孝之義」，起兵對抗 
幕府，為此犧牲生命。他們大多身死而名滅，以致岡千仞在序言中感慨 

                                                                          

58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初編，卷上〈粟屋良臣傳〉，頁 13b。 
59  同上註，《近世偉人傳》義字集 3 編，卷首〈義集三編凡例（久保雅友作）〉， 

頁 14a。 
60  同上註，卷首〈中村敬宇序〉，頁 8b-9a。 
61  同上註，《近世偉人傳》仁字集初編，卷上，頁 11a。 
62  同上註，《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2 編，卷上，頁 6a。 
63  同上註，《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4 編，卷上，頁 8a。 
64  同上註，《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5 編，卷上，頁 20b。 
65  同上註，《近世偉人傳》義字集 3 編，卷下，頁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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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慷慨悲憤，糾合同志，觸法網，辱囹圄，伏刀鋸，身首異所，魂

倀倀乎無所依。」
66 

在有些傳記中，蒲生重章更直接將傳主與游俠刺客相提並論。蒲 
生重章深知他們的行為不合儒家之中道，依然屢屢為之辯護。他書寫 
志士刺殺幕府重臣，對「我邦萬延文久以還，為荊軻所為者眾矣」極為 
贊美，強調「不滿於宗（按：應為宋）儒以荊軻為盜也」，稱許志士乃 
是出於「忠臣孝子萬不得已之苦心」。

67 
他刻畫藩士「自殺以諫其主」，

友人元田南豐如是評論：「蓋其事雖近俠，非中行，要為地球上一奇 

觀，照映乎史策，千歲有生氣，豈非我歷朝忠厚之教所使然哉？」
68 
由 

此看來，只要志士踐行忠孝大義，即使手段激烈，依然值得稱許。
69 

從前述引文可以看出，岡千仞與蒲生重章在書寫人物時，幾乎每篇 

都反覆使用「慷慨」一詞。「慷慨」源出於《史記》，〈項羽本記〉以之 

渲染項羽兵敗之後的悲憤之情，〈刺客列傳〉又藉以形容荊軻易水悲歌 

的激昂與決絕。對志士而言，漢文詞彙「慷慨悲歌」、「慷慨憂國」 

最精確地傳達了彌漫於整個時代的情緒，既指涉志士對於國家命運的憂

慮，對國勢衰敗的悲憤，也蘊含對自身遭遇的感慨，以及為國獻身的決 

絕。岡千仞與蒲生重章在當年也共享了「慷慨」情緒。岡千仞曾自詡： 

「余三變氣質：在茗黌為勤敕書生，後游京攝，為風流文人，更變為慷慨 

義徒。」
70 
蒲生重章如是追憶道：「日與快友酌美酒，慷慨淋漓論天下 

之事以為快矣」。
71 
兩人在友人筆下的形象也別無二致：「鹿門在藩失

意，……悲歌慷慨，痛罵當路人，漸傳為怪事。」72 「蒲生子闇，慷慨 

                                                                          

66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4 編，卷首〈岡先生序〉，頁 8a。 
67  同上註，《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4 編，卷上〈鈴木庸中兄弟依田直尋傳〉，頁 22a-b。 
68  同上註，《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2 編，卷上〈八尾正朋傳〉，頁 15a。 
69  蒲生重章所謂的俠，還包括農人佐倉宗五郎，「一夫輕生，直氣抗言強訴以濟斯民」， 

「其行雖固犯禁網，千古俠骨，實有足多者。」同上註，卷下〈佐倉宗五郎傳〉，頁 
33a。 

70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3「河野通之眉批」，頁 14a。 
71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3 編，卷上〈白囊子傳〉，頁 15b-16a。 
72 （日）岡千仞，《尊攘紀事》，卷 4「河野通之眉批」，頁 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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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也。」
73 
在這個意義上，《尊攘紀事》、《近世偉人傳》可謂以漢文

凝結了志士的「情感結構」。 

三、「處士橫議」：黃遵憲筆下的志士形象 

1877 年，清廷正式向日本派駐使節，何如璋（1838-1891）、黃遵 
憲等士人乘槎東渡。他們很快與岡千仞、蒲生重章等漢學家相知相識， 

接觸到《尊攘紀事》、《近世偉人傳》等漢文史傳，為之作序題跋。
74 
在

這批晚清士人中，黃遵憲與兩書緣分最深，於《日本雜事詩》（1879 年 
初稿，1890 年定稿）、〈近世愛國志士歌〉（1885?）、《日本國志》 

（1887 年成書，1895 年刊刻）等著作中反覆書寫江戶後期及幕末歷史。

其中《日本國志》論述最詳盡，影響最深遠，本節的討論即以此為中心。 

眾所周知，黃遵憲是贊成變法的士人，也是倡導經世致用的儒者。 

出於擔任使節的機緣，他親身感受到維新後的日本國勢蒸蒸日上，因此 

決意撰著《日本國志》。全書以「詳今略古，詳近略遠」為原則，藉 

「通志」體記錄日本歷史以及明治時代的大政方針，希望為中國的變法 

提供借鑑。
75 
作為維新之序幕的尊王攘夷運動也占據了大量篇幅（集中在 

〈國統志三〉、〈鄰交志五〉）。根據我的發現，這些內容大多摘錄自 

另外兩部漢文史傳—《近世日本外史》與《續國史略後編》。
76 
不過兩

                                                                          

73 （日）蒲生重章，《近世偉人傳》仁字集 4 編，卷首〈岡先生序〉，頁 8a。 
74  Noriko Kamachi 蒲地典子,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pp. 143-169; 鄭 
海麟，〈岡千仞與黃遵憲—明治前期中日文化交流最具學術思想性的一章〉，收入 
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 19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182- 
200。這些序跋大多為應酬之作，本節不會納入分析。 

75  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pp. 32-47;  
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8），頁 151、162。 

76 （日）關機，《近世日本外史》（東京：三書堂，1876）；（日）小笠原勝修，《續 
國史略後編》（東京：柏悦堂，1876）。《日本國志》摘錄大量日本漢籍，歷來研究 
甚多，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pp.  
62-63; 王寳平，〈黃遵憲《日本國志》徵引書目考釋〉，《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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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為編年體著作，觀點不夠鮮明，黃遵憲依據岡千仞與蒲生重章的思 
路重組史料、發表議論。黃遵憲旨在將日本塑造為正面典範，藉志士形 
象「興起吾黨愛國之士」。

77 
但是以武犯禁的浪士與中國士人推崇的理想

人格頗有齟齬，因此不能不對相關論述加以轉化。 
這裡首先分析黃遵憲如何論述儒學、志士與維新的關係。黃遵憲 

身為儒者，接受「儒學教化引發倒幕，崇儒志士主導維新」這一論斷 

毫無障礙，但是就「儒學」的內涵而言，他與明治漢學家的闡釋有所 

差異。他在《日本國志》〈國統志三〉中如是蓋棺定論： 

德川氏興，投戈講藝，文治蒸蒸，親藩源光國始編《大日本史》，立

〈將軍傳〉、〈家臣傳〉，以隱寓斥武門、尊王室之意。……其後，

山縣昌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或佯狂涕泣，或微言刺譏，皆以尊

王之意鼓煽人心。……既而，源松苗作《國史略》，賴襄作《日本政

記》、《日本外史》，崇王黜霸、名分益張。而此數君子者，肖子賢

孫，門生屬吏，張皇其説，繼續而起。蓋當幕府盛時，而尊王之義浸

淫漸漬於人心，固已久矣。……故論幕府之亡，實亡於處士。…… 

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傾幕府也；後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

在覆幕府也。嗟夫！德川氏以詩書之澤，銷兵戈之氣，而其末流禍 

患，乃以《春秋》尊王攘夷之説而亡，是何異逢蒙學射，反關弓而射

羿乎？78  

黃遵憲一方面吸收了蒲生重章的「斯文興起」論述，強調志士—他採 

用「處士」這一稱呼—前赴後繼，倡導並踐行尊王。另一方面，他也 

接受了岡千仞關於尊王、攘夷皆旨在討幕的觀點。在此基礎上，他將維 

新歸功於德川幕府崇文尚儒，先有《大日本史》揭櫫尊王之義，再有江 

                                                                          

科學版）》33.5(2003.9): 13-20；李玲，〈黃遵憲《日本國志》與日本漢籍—以〈禮 
俗志〉為中心〉，《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4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337- 
374；孫洛丹，〈漢文圈的多重脈絡與黃遵憲的「言文合一」論—《日本國志．學 
術志二．文字》考釋〉，《文學評論》2015.4(2015.8): 48-56。 

77  清．黃遵憲，〈近世愛國志士歌〉，收入陳錚編，《黄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 
2005），頁 99。 

78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收入陳錚編，《黄遵憲全集》，頁 92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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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後期以來處士身體力行，最終倒幕功成，扭轉國勢。
79 
黃遵憲提及德 

川光圀表彰伯夷「忠殷室」、「忠臣楠子（楠木正臣，？-1336）」，
80 
據

此看來，他理解的「斯文」與「尊王之義」，並非日本儒學所謂「忠孝 

大義」，而是中國式的「忠君」。 

此外，他又強調儒學源自中國，
81 
江戶儒者藉《春秋》書法，標舉 

《春秋》大義，引發明治維新。換言之，倒幕運動正是《春秋》經世學 

的實踐。這在他為日本漢學家藤川三溪（1817-1889）《春秋大義》所 

撰序言中論述得最為詳細： 

凡所以鼓動群倫，同德同力，卒覆幕府，以成明治中興之業，皆《春

秋》尊攘之説有以驅之也。何其奇也！夫《春秋》之事夥矣，而後世

儒者謂專在尊攘，此亦南渡以來，憤宋室孱弱，有為之言，求之《春

秋》，未必悉當。而日本行之，其效乃如此。……嗟夫！通經所以致

用也，苟實事求是，歸於有用，則雖郢書燕説，而亦無不可，又何必

一字一義之必求其當也哉！82 

前人早已論及，宋人解經志在經世，不屑於章句注疏，南宋《胡氏春 

秋傳》等著作受到現實處境的刺激，尤其發揮攘夷復仇之旨。
83 
黃遵憲對 

此解經方式深表贊同：通經的關鍵不在字斟句酌探求本意，而是在於指 
導政治實踐，即使「郢書燕説」，亦無傷大雅。對他而言，日本倒幕運 
動就是通經致用的結果，日本「處士」實為經世致用的典範，中國士人 
                                                                          

79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書後〉（1879）與《日本雜事詩》第 73 首皆有類似論述。 
〈學術志〉重複這一論點，認為志士「皆假借《春秋》論旨，以成明治中興之功，斯 
亦崇漢學之效也。」同上註，頁 1404。 

80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928。 
81  黃遵憲並未致力於辨析水戶學與朱子學的思路，而且他對後期水戶學缺乏深入認識， 

只在〈學術志〉將藤田東湖、會澤正志齋列入「專治漢唐注疏」的古學家行列。同上 
註，頁 1403。 

82 《春秋大義》一書並未論及尊王攘夷，黃遵憲此處基於對中國《春秋》學的瞭解，借 
題發揮。清．黃遵憲，〈春秋大義序〉（1880），收入陳錚編，《黄遵憲全集》，頁 
264-265。 

83  牟潤孫，〈兩宋春秋學之主流〉，《注史齋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40-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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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仿效，發揮儒學的經世功能。這顯示出黃遵憲對儒學依然充滿信心， 
正如他在《日本國志》〈工藝志〉中所説：「吾不可得而變革者，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凡關於倫常綱紀者皆是也。」

84 
日本倒幕成功恰 

好證明了儒學的生命力。 

那麼黃遵憲又如何轉化志士形象？如前所述，他將志士統稱為忠 

君「處士」。在幕末明治的脈絡中，「處士」涵蓋尚武浪士；而在古典 

中文的語意系統裡，「處士」指稱未出仕的才德之士，並無「武」的 

意涵。
85 
黃遵憲很大程度上將日本文、武志士轉化成中國式的布衣儒者。

與此同時，黃遵憲頗受到蒲生重章所謂「慷慨氣節」的觸動，將處士都 

視為「氣節之士」，並屢屢指涉東漢士人，突出其忠節。譬如他宣稱 

德川幕府「投戈講藝」，即典出《後漢書》〈樊宏陰識列傳〉中頌揚漢光

武帝之語：「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蓺，息馬論道。」
86 
如此 

一來，德川氏崇儒與光武帝大興儒學如出一轍。在總結維新的動因 
時，他極力表彰「處士橫議」的功勳，

87 
將布衣之士的清議視作扭轉政 

局的關鍵，透露出《後漢書》〈黨錮列傳〉的影響：「逮桓靈之閒，主荒

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88  
而黃遵憲也確實將安政大獄類比為黨錮之禍，「株連甚眾，時人謗其濫 
刑，比之漢黨錮、明東林禍」。

89 
除此之外，黃遵憲也刻意突出處士視 

                                                                          

84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1551。 
85  譬如《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顏師古注：「處士謂不官於朝而居家者也。」《後 

漢書》〈劉寬傳〉，李賢注：「處士，有道蓺而在家者。」王子今，〈「處士」與 
「議士」—漢代民間知識人的參政機會〉，《秦漢文化風景》（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2012），頁 186-195。 

86  劉宋．范曄，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 32〈樊宏 
陰識列傳〉，頁 1125。 

87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928。「處士橫議」本來典出《孟子》：「聖王不作，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所指乃是戰國時代的策士議論。楊伯峻，《孟子譯注》（北 
京：中華書局，1960），頁 155。 

88  劉宋．范曄，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 67〈黨錮列傳〉，頁 2185。 
89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989。此處的依據是：「志士罹禍，世比之明東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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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如歸的勇氣： 

德川氏修文偃霸，列侯門族，生長深宮，類骨緩肉，柔弱如婦女，即

其為藩士者，亦皆顧身家、重祿俸，惴惴然惟失職之是懼。獨浮浪處

士，涉書史，有志氣，而退顧身家，浮寄孤懸，無足顧惜。於是奮然

一決，與幕府為敵，徇節烈者於此，求富貴者於此，而幕府遂亡矣。90 

這段文字顯然脫胎於《尊攘紀事》與〈山縣昌貞傳〉，但黃遵憲強調的 

重點轉為「志氣」、「徇節烈」。他對死於安政大獄的諸多學者尤為稱 

道：「而人心益憤，士氣益張，伏蕭斧、觸密網者，不可勝數。前者駢 

戮，後者耦起，慨然欲伸攘夷尊王之説於天下，至於一往不顧，視死如 

歸，何其烈也！」
91 
這番議論不免令人想起司馬光對黨錮之士的讚美： 

「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

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
92 

《日本國志》之〈國統志〉、〈鄰交志〉雖為編年體，但是其中也 

以夾註的方式插入不少志士的傳記，黃遵憲遴選出來的皆是文儒，從而 

強化了「處士」即是忠君之儒者的意涵。這其實是黃遵憲一貫的思路。 

《日本雜事詩》第七十三首就是源自閱讀《近世偉人傳》中「布衣蒲生秀

實、高山彥九郎」等志士事蹟的感受，譜寫志士的群像：「叩閽哀告九 
天神，幾個孤忠草莽臣。斷盡臣頭臣筆在，尊王終賴讀書人。」

93 
隨後 

的〈近世愛國志士歌〉又依據《近世偉人傳》等著作，歌詠十二位志 
士，其中八位是學者，其中一首更抑武揚文：「文章亦小技，能動處 
士議。武門兩石弓，不若一丁字。」

94 
《日本國志》在此基礎上再做篩 

選，將以下志士事蹟納入書中：山縣大貳、高山彥九郎、蒲生君平、 

                                                                          

黨錮。」（日）小笠原勝修，《續國史略後編》，卷 3，頁 48a。 
90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929。 
91  同上註。 
92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68 

〈漢紀〉60，頁 2174。 
93  清．黃遵憲，《日本雜事詩》，收入陳錚編，《黄遵憲全集》，頁 29。 
94  清．黃遵憲，〈近世愛國志士歌〉，收入陳錚編，《黄遵憲全集》，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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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平（1738-1793）、渡邊華山（1793-1841）、高野長英（1804-1850）、
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

95 
與「外史氏曰」中的議論相對應，上述儒者 

均以氣節著稱，或是「慷慨多奇節」，或是「以名節鼓舞士氣，至今 
稱道」。

96
 

由於《日本國志》全面記錄幕末歷史，黃遵憲也沒有回避《近世日 
本外史》、《續國史略後編》中從事刺殺、暗殺的浪士事蹟。兩書均 
以「處士」稱之，黃遵憲在相關段落裡保留了這一詞彙在幕末脈絡中的原

初內涵：「於時，倡尊王攘夷者，處士也；橫行擅殺者，亦處士也」、 
「而人心益憤，處士謀殺外人、陰刺朝臣之禍迭作矣」，「處士橫行，殺

伐之風大起」。
97 
從措辭來看，黃遵憲對此類行為並不贊成。這可與他早 

先在《日本雜事詩》第 119 首中的説法相對照： 

《山海經》既稱倭國衣冠帶劍矣。然好事輕生，一語睚眥，輒拔刀殺

人，亦時時自殺。今禁帶刀，而刺客俠士猶縱橫。史公稱「俠以武亂

禁」，惟日本為甚。98  

想必正是出於對橫行擅殺的反感，他在《日本國志》中完全沒有提及 
「俠」字，以免影響讀者對「處士」群體的評價。

99 
換言之，他用「慷慨 

氣節」含括浪士的血氣之勇，淡化「以武犯禁」的色彩。 
                                                                          

95 〈近世愛國志士歌〉十二首都附上志士小傳，大多依據《近世偉人傳》題寫：1.〈山縣 
大貳傳〉（義字集二編上卷）；3.〈蒲生君平傳〉（仁字集初編上卷）；5.〈梁川星 
巖傳〉（仁字集二編上卷）；6.〈渡邊登傳〉（仁字集初編上卷）、〈高野長英傳〉 

（義字集二編下卷）；7.〈佐久間象山傳〉（仁字集三編下卷）；9.〈月照傳〉（仁字 
集初編下卷）；10.〈浮田一蕙傳〉（仁字集初編下卷）；11.〈黑川登幾傳〉（仁字 
集三編下卷）；12.〈佐倉宗五郎傳〉（仁字集二編下卷）。後四首分別歌詠僧侶、畫 
師、婦女，農人。2、4 取自《近世日本外史》（卷 3，16b-17b；卷 4，頁 23a-b）關 
於高山彥九郎、林子平的敘述，7、8 取自《校正續國史略後編》（卷 3，16a-b）關 
於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的論述。《日本國志》在此基礎上依據原著稍作調整。 

96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頁 929、978。 
97  同上註，頁 917、989、991。 
98  清．黃遵憲，《日本雜事詩》，頁 42。 
99 〈近世愛國志士歌〉第 12 首可以作為旁證，黃遵憲完全沒有引用《近世偉人傳》對於 

佐倉宗五郎作為俠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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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遵憲塑造志士的策略頗為順理成章，因為就精神氣質而言，東漢 
氣節之士往往被視作俠士的後繼。

100 
趙翼（1727-1814）《廿二史箚記》

卷 5「東漢尚名節」條如是説： 

自戰國豫讓、聶政、荊軻、侯嬴之徒，以意氣相尚，一意孤行，能為

人所不敢為，世競慕之。其後貫高、田叔、朱家、郭解輩，徇人刻己，

然諾不欺，以立名節。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

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好為苟難，遂成風俗。101 

他對此風俗持批評態度：「蓋其時輕生尚氣己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為 

苟難，務欲絶出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
102 

黃遵憲 
則反其道而行之，讚賞志士「尚名節」、「輕生尚氣」。 

據此看來，黃遵憲期待中國士人以日本慷慨氣節士為參照，激發政 
治主體的意識，甚至對近於俠的氣概也不排斥。我們如果結合思想史 
的背景來考察，會發現此一論述已經構成對傳統聖賢人格理想的衝擊。 
首先，氣節之士的行為往往激於客氣、義憤，不能得義理之正，與聖賢 
頗有距離。

103 
其次，清代立國之後，鑑於明亡教訓，禁結社、講學、書 

生論政，對東林黨人等氣節之士評價甚低。
104 

而志士或是聚徒講武，或

是著書論政，皆打破禁忌。 
事實上，黃遵憲的觀點可謂空谷足音。當時熟悉明治漢文史傳— 

尤其是《尊攘紀事》的晚清士人不乏其人，但他們皆無法認同志士。儒 
者朱一新（1846-1894）在《無邪堂答問》（1892）中對明治維新表示不

以為然，「倭人亦何嘗真强」，對志士亦缺乏好感，「其俗好俠，稱『遊

                                                                          

100 余英時，〈俠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史通釋義》（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 
271-277。 

101 清．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 
卷 5，頁 102。 

102 同上註，頁 104。 
103 胡琦，〈氣節與道脈之間—東林祠祀爭議與清初士風之轉折〉，《漢學研究》 

34.1(2016.3): 177-210。 
104 張瑞龍，〈從鑑戒到取法：清嘉道間對明代士習風俗的評論與再定位〉，《中國文化 

研究所學報》58(2014.7): 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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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曰『浮浪』，攘夷歸政之舉，亦浮浪輩倡議為多（見岡氏《尊攘紀 
事》）。民情浮動，而狡悍好勝，略與西俗相同。故西人之親中國不 
如其親倭」。

105 
同樣曾東渡日本的王韜（1828-1897）在《重訂法國志略》 

（1890）中則直接批評岡千仞的尚武言論與「浮浪」的立場：「與法之窮

兵黷武不以為可戒，而反以為可法，此殆近於浮浪子弟倡為尊攘縱橫之説
者，而不意出於儒士之口也，吾無取爾也。」

106 
如果志士皆是狡悍浮浪、

窮兵黷武的游俠，又如何能夠作為中國士人的典範？ 

四、「仁人俠士」：晚清維新派士人筆下的志士形象 

清廷敗戰於甲午之役，對晚清士人造成極大衝擊，開啟了中國近 

代思想的轉型時代。
107 

自此之後，士人紛紛以日為師，提倡變革，康有

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即是其中代表。眾所周知，戊戌變法運動以日本為 
典範，明治維新前後的歷史遂成為關注焦點。當時維新派士人尚未通曉 
日文，《尊攘紀事》、《近世偉人傳》等漢文史傳以及《日本國志》成為

他們瞭解志士的重要資源。
108 

維新派士人一方面據以刊行維新史傳：康

有為委託康同薇（1878-1974）依據《尊攘紀事》與《日本國志》編纂《日

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
109 

康門弟子韓曇首（?-1900）則將其他漢文史

傳翻刻為《日本龍馬俠士傳》等著作。
110 

另一方面，他們在閱讀上述 

                                                                          

105 清．朱一新著、呂鴻儒、張長法點校，《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 
頁 162-163。 

106 轉引自徐興慶，〈王韜與日本維新人物之思想比較〉，頁 157。 
107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頁 34-35。 
108 蒲地典子、郭連友均曾指出黃遵憲筆下志士形象對維新派士人的影響，但未論及漢文 

史傳。郭連友另外論及康有為早年以吉田松陰《幽室文稿》教授弟徒，囿於題旨，本 
文不會論及。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and the Japanese  

Model, pp. 65-66; 郭連友，《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頁 154-158、164-166。 
109 清．康同薇譯纂，《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上海：大同譯書局，1898）。卷首有 

康有為〈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序〉，作於光緒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1898 年 3 
月 16 日）。 

110 神戶東亞書局之東亞叢書包含三種相關著作，皆出版於 1898 年，後兩部與幕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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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基礎上，撰寫大量政論，揄揚日本志士，召喚中國義俠。一時間， 

維新派主持的各報刊—《時務報》、《知新報》、《經世報》、《譯書

公會報》、《湘報》、《湘學新報》、《東亞報》充斥尊俠言論，
111 

鼓

動起晚清第一波尚俠風潮。這些政論思路互相影響，觀點相似，本節的 
討論以此為據。 

由這些著作的題名即可看出，不同於黃遵憲以「儒」含括「俠」， 
維新派士人選擇以「俠」含括「儒」。他們將「志士」統統翻譯成「俠」， 
宣稱俠士乃是維新的主體力量。譚嗣同的《仁學》首開其端：「與中 
國至近而亟當效法者，莫如日本。其變法自強之效，亦由其俗好帶劍行 
游，悲歌叱咤，挾其殺人報仇之俠氣，出而鼓更化之機也」。112 就 
措辭來判斷，譚嗣同很可能依據了《日本雜事詩》的游俠論述，但是 
評價完全翻轉。他的摯友唐才常（1867-1900）閱讀《日本國志》後宣 
稱：「全恃二三俠士仁人，出死力，排眾議，以成今日維新之治。」

113  
麥孟華的論調與之類似：「其大俠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起，舉日 
                                                                          

無關，大概因為同樣書寫忠臣義士而入選：愚山真軼郎述，《日本龍馬俠士傳》；青 
山延光，《日本四十七俠士傳》；佚名，《日本七十三義俠傳》。三著之原著為： 

（日）土田泰藏，《阪本龍馬》（東京：三松堂，1897）；（日）青山延光，《赤穗 
四十七士傳》（水府：珮弦齋藏版，1883）；（日）岡田僑，《名節錄》（岡田氏藏 
板，1866）。所謂「愚山真軼郎」，應該就是韓曇首。因其為廣東番禺人，番禺之得 
名，即因境內之番山與禺山。韓曇首為三傳均作敘，前兩篇敘言亦發表在東亞書局發 
行的《東亞報》（1898）上。 

111 例如麥孟華，〈尊俠篇〉，《時務報》第 32 冊（1897 年 7 月 10 日）；黎祖健， 
〈説任篇上〉，〈説任篇下〉，《知新報》第 25、26 期（1897 年 7 月 20、29 日）； 
章炳麟，〈變法箴言〉，《經世報》第 1 冊（1897 年 8 月 2 日）；唐才常，〈日本 
安政以來大事略述〉，《湘學新報》第 12 至 15 册（1897 年 8 月 8 日至 9 月 7 日）； 
梁啟超，〈記東俠〉，《時務報》第 39 冊（1897 年 9 月 17 日）；章炳麟，〈讀《日 
本國志》〉，《譯書公會報》第 4 冊（1897 年 11 月 15 日）；梁啟超，〈説動〉， 

《知新報》第 43 期（1898 年 2 月 11 日）；唐才常，〈論熱力上〉、〈論熱力下〉， 
《湘報》第 6、7 號（1898 年 3 月 12、16 日）；康有為，〈京師保國會第一集演説〉， 
《知新報》第 58 期（1898 年 7 月 9 日）。 

112 清．譚嗣同，《仁學》（1896），收入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 
（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344。 

113 清．唐才常，〈論熱力上〉，《唐才常集》（長沙：岳麓書社，2011），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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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民而俠之，卒傾幕府，扶立王政，西歐畏之，遂有今日也」。
114  

梁啟超的論述基於《尊攘紀事》、《近世偉人傳》：「日本自劫盟事起， 
一二俠者，激於國恥，倡大義以號召天下，機捩一動，萬弩齊鳴，轉 
圜之間，遂有今日。」

115 
康有為則強調編纂《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

乃是「集日本義俠發憤之事，以著其維新強盛之由」。
116 

維新派士人此時為何如此理直氣壯地推崇日本俠士？這首先要歸因

於道德與社會價值取向發生動搖。經歷甲午敗戰，士人開始對於中學／ 
儒學為體失去信心，對儒家的人格理想也產生懷疑。

117 
畢竟，正如梁啟

超所感慨，「中國被服儒術者，不上數十萬人」，如果儒學尚有生命力，

卻為何沒有「昌明吾教以結吾民心者也」？
118 

所以在取法日本時，士人

自然關注、推崇儒學之外的思想資源。他們閱讀漢文史傳與《日本國 
志》，面對書生／文儒與近乎游俠刺客的尚武浪士，轉而傾心後者，希望

藉以衝擊中國的傳統。其次，士人情緒的轉變也至關重要。在危急的時局

之下，他們極度焦慮、悲憤。章太炎就如是感嘆，「嗚呼！大波將激， 
大火將爁，而無憂怖者，其人情乎哉！」

119 
麥孟華的筆調更為誇張： 

「吾以為丁斯世、宅斯土者，其無人心焉則已耳。苟猶有之，宜如何感 

慨羞憤，憂惋嗚咽，激昂迅厲，粉身碎骨，埋念積慮，以思一雪此恥 
也？」

120  
相較於當年的黃遵憲，維新派士人更能夠體會且認同志士 

的「慷慨悲歌」情緒。他們不僅論政議政，更急於變革政治，因而熱烈 
贊成刺殺、自殺等激烈行動。 

為了説服讀者，維新派士人還發展出兩種論述思路宣揚尚俠的合 

                                                                          

114 清．麥孟華，〈尊俠篇〉，頁 2a。 
115 清．梁啟超，〈記東俠〉，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華 

書局，1989），頁 31。 
116 清．康有為，〈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序〉，頁 2a。 
117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頁 34-35。 
118 清．梁啟超，〈記東俠〉，頁 31。 
119 清．章太炎，〈變法箴言〉，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太炎文 

錄補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 16。 
120 清．麥孟華，〈尊俠篇〉，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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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其一是俠為失落的中國傳統，而且俠與儒同源，因此尚俠即是 

復古，足以恢復儒學的真精神。譬如麥孟華就宣稱「昔中國以俠立國者 

也」，並且強調「孔子，任俠之魁也」，「伊尹，任俠之魁也，殺身成 

仁，不可奪志」，但是由於從秦至清歷代統治者的壓制翦除，「故俠 

者代少一代，至於今，而其種遂絕於天下」。
121 

康有為則指出「古之任 

大事、報大仇、定大難者」皆是「多力之人」，隨後建立從孔子、周 

公、墨子、黨錮君子到東林復社的譜系，認為他們與刺客游俠在精神上 

完全一致。
122 

論述思路之二是俠為普世的救國典範。在麥孟華看來， 
歐美諸國強盛，皆歸功於俠，乃是「大俠華盛頓」、「大俠爹亞士」、 
「大俠俾思麥」有以致之。

123 
梁啟超心中的勇敢任俠之志士仁人，一樣包

括了「爹亞」、「畢士馬克」。
124 

在復興古學與擁抱普世的思路之下，

他們儘量消弭了向日本學習的不適之感。 

由於維新派士人將志士定位為「俠」，書寫政論時遂屢屢援引司馬 
遷的文字，頗有日人承襲中國傳統的意味。但事實上他們所稱頌的並非 

「赴士之阸困」的古俠，
125 

而是為國獻身的俠士，看似復古，實則蘊含 
新思路。梁啟超、唐才常的論述皆是如此：「荊聶肩比，朱郭斗量，攘 
彝之刀，縱橫於腰間，脫藩之袴，絡繹於足下。」

126 
「而其尊民權，伸 

士氣，輕死生，重然諾，發皇踔厲，奮不有身，尤得愛力纏綿之本。」
127  

章太炎則直接摘抄《尊攘紀事》中最具司馬遷風格的「書生劍客，忼 
慨國事」，「悲歌舞劍，繼以泣涕」一節，讚美志士「其氣之雄毅與心 
之苦如此」。

128  
另一方面，他們筆下的俠士也包含了氣節之士的特 

                                                                          

121 清．麥孟華，〈尊俠篇〉，頁 1a、4a。 
122 清．康有為，〈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序〉，頁 1a。 
123 清．麥孟華，〈尊俠篇〉，頁 1b。 
124 清．梁啟超，〈説動〉，收入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華 

書局，1989），頁 40。 
125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124〈游俠列傳〉，頁 3181。 
126 清．梁啟超，〈記東俠〉，頁 29。 
127 清．唐才常，〈日本寬永以來大事述〉，《唐才常集》，頁 215。 
128 清．章太炎，〈變法箴言〉，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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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康有為、韓曇首的描述皆屬此類：「而處士浪子發憤變政，灑熱 
血涕淚，剖心肝腎腸，以與幕政爭。玉碎連車於前，而劍擊彌挺於後，大

獄數起，而雄心不降。」
129
「浪士雲從，群豪霧會，冒犯黨錮之嫌，褫奪 

疆侯之魄。其卒也，胸陷讎劍，血膏齊斧，殺身成仁，何其壯也。」
130  

日本志士皆是主動為國犧牲，維新派士人則套用「成仁取義」之類論 
述，儘量與儒家的生死觀拉近距離。

131 

然而若要論述「俠」為普世的救國典範，僅僅依靠吸收司馬遷的論 

述以及某些儒學觀念依然不免捉襟見肘。為此，維新派士人以「俠」的 

道德倫理為原型，援引其他思想資源加以轉化，全面地衝擊儒家的人格 

理想。康有為、譚嗣同重構的「仁」的道德理想正是他們重要的憑藉。 

康有為、譚嗣同當時承襲理學傳統中的氣一元論，認為天地之本原為兼 

具物質性與精神性的「元氣」、「以太」，宣稱天地之大德為「仁」。在

萬物一體、心物合一的思路下，「元氣」、「以太」生生不息，遍佈於 
世界，人心之「仁」亦如「電力」、「以太」，可充擴宇宙全體，貫通社 
會人生。

132  
他們同時受到陸王心學的影響，將心的主觀力量無限擴 

大，將良心與情緒等同，認為心的力量足以改變世界。
133 

但康有為、 
譚嗣同的「仁」學皆具普世主義色彩，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德準則。在 

尚俠論述中，維新派士人從中抽取兩組核心概念，與「救國」相連接， 

不僅為士人建構理想人格，更孕育出中國「國民道德」的雛形。 

                                                                          

129 清．康有為，〈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序〉，頁 2a。 
130 愚山真軼郎述，《日本龍馬俠士傳》，卷首〈韓曇首敍〉，頁 1a-b。 
131 關於中日生死觀的差異，參張崑將，《德川日本「忠」「孝」槪念的形成與發展— 

以兵學與陽明學為中心》，頁 310-326。 
132 Hao Chang 張灝,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 

19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34-37; 張灝，《烈士精神與 
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頁 102-106；吳 
展良，〈晚清的「生元思想」及其非啟蒙傾向〉，《臺大歷史學報》58(2016.12):  
105-155。 

133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中的傳統因素—兼論思想的本質與思想的功能〉，《中國 
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頁 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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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概念是「心力」、「熱力」、「愛力」，維新派士人藉以為俠

士的犧牲精神與血氣之勇賦予嶄新的內涵，建構出類似於「愛國心」的 

新道德觀念。康有為、譚嗣同的原初論述主要批判宋儒「主靜」傾向， 

前者以熱力為生命之始，推尊「陽氣」、「熱力」、「愛力」，後者則 

以「變動」、「動力」為世界生生不息的根源。
134 

他們高度強調「心」、 

「心力」感知並實踐「仁」的能力，在萬物一體的思路下，增加「心」 

之「熱力」、「愛力」，也就足以改變世界。 

在尚俠論述中，論者引入上述概念，建構「熱／冷」、「動／靜」、 

「生／死」等二元對立，推論出國家強盛肇源於前者，俠士則是最具 

「心力」、「熱力」的典範，足以扭轉國勢。麥孟華的論述首開其端： 

國之亡也，不亡於兵弱、械窳，而亡於心力之糜；國之興也，不興於

兵強，械利，而興於心力之堅。中國地方萬里，帶甲千萬，未為弱也，

誠使人急其國，士任其事，家懷其奮，國媿其辱，所謂大俠俠心也，

我氣既昌，彼勢自糜。135  

唐才常則舉日本為例作證明：「嗟乎！造因成果，積憤回天，一二人心 
力所搏，遂闢中外大通之局，亞東首出之雄，熱力之為用宏哉！」

136  
康有為思路類似，一面將日本維新歸功於「義士游俠熱血漲力發蹈之所 
成」，一面召喚中國的志士： 

救之之道，惟增心之熱力而已。凡能辦大事、復大仇、成大業者，皆

有熱力為之；其心力弱者，熱力減故也。……凡古稱烈士、志士、義

士、仁人，皆熱血人也，視其熱多少以為成就之大小。137  

                                                                          

134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pp. 30-31;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頁 111-113；吳展 
良，〈晚清的「生元思想」及其非啟蒙傾向〉，頁 122-123。 

135 清．麥孟華，〈尊俠篇〉，頁 3b。 
136 清．唐才常，〈論熱力上〉，頁 249。 
137 清．康有為，〈京師保國會第一次集會演説（1898 年 4 月 17 日）〉，清．康有為 

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4 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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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崇「熱力」、「動力」、「漲力」的思路下，士人就無需再如傳統儒

者一般追求中和之氣，俠士之「意氣」、「客氣」、「熱血」，均獲得 

不言自明的正當性。另一方面，由於良心等同於情緒，士人亦無需檢討 

自身行為是否符合天理，俠士的情緒衝動、血氣之勇遂成為任心而動 

的典範。更何況論者均將「心力」、「熱力」、「愛力」與「救國」相連 

結，愛國、救國的情緒越高漲，心力也就越強，也就越能夠改變國家 

命運，「熱力速而漲者，其民必智，其國必新；熱力大而神者，其民必 
仁，其國必群」。

138  
正是在這樣以量取勝的思路下，他們不僅呼喚 

士人效仿俠士，更屢屢針對「吾四百兆神州之遺民」—即全國民眾發 
聲，因為「吾中國以四萬萬人而國者也」，

139 
據此推算，「果能合四萬

萬人，人人熱憤，則無不可為者」。
140 

第二組概念為康有為、譚嗣同的博愛、兼愛理想，維新派士人藉以闡

釋俠士「赴士之阸困」的「助人」倫理，建構出「同胞」概念的雛形。 
在萬物一體的觀念下，康有為將「仁」定義為「博愛之德」，譚嗣同 
則藉以提倡「兼愛」，指向人人平等的新倫理，衝擊中國固有倫常。

141  
顯而易見，這一思路背離了孟子以降強調愛有差等的儒學傳統，兩人因 
此屢屢援引墨子的兼愛精神作為憑藉。與此同時，康有為也從儒學傳統 
中尋求資源。他在《長興學記》中，已經將孔子「依於仁」細分為「崇 
尚任恤」、「同體饑溺」等規約來教導學生。

142 
「任恤」出自《周禮》 

〈地官．大司徒〉，康有為引申為：「史遷稱『任俠』，然俠尚意氣， 

恩怨太明。任恤則相救相賙，相親相葬，周公之所尊也。其人能任於朋 

                                                                          

138 清．唐才常，〈論熱力下〉，頁 253。 
139 清．唐才常，〈論熱力上〉，頁 248、〈論熱力下〉，頁 251。 
140 清．康有為，〈京師保國會第一次集會演説〉，頁 59。關於「四萬萬」與「國民」 

意識的關係，參見楊瑞松，〈從「民吾同胞」到「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傅統到 
近現代「同胞」符號意涵的變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5(2016.5): 109-164。 

141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pp. 49-50；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頁 119-121。 

142 李澤厚，〈康有為思想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 
社，2003），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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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必能忠於其君也；能恤於鄉黨，必能惠於其國也。」
143 

藉助混淆不

同的「任」之概念，康有為將任俠與友道、憐貧，乃至愛鄉、愛國建立 
聯繫。「同體饑溺」則揉合了《孟子》對於伊尹以及禹、稷的描述，

144  
康有為進一步將聖人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闡釋為人我互助的倫理觀： 
「我有飢溺，望人拯之；人有飢溺，我坐視之；雖禽獸其忍之哉！」

145 

維新派士人論俠時，延續並發展了上述思路。無論麥孟華，還是唐 
才常，均認同俠士源出墨家，乃是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典範：「糜頂放

踵，思利天下，蹈湯赴火，求救生民。」
146 

「痛手瘏足，摩頂放踵，力 
任合群之責於士民之間。」

147 
麥孟華同時引入「崇尚任恤」、「同體饑

溺」的思路：「任恤者，古聖之明訓。一夫饑溺，若已納之溝中。」「俠 
士之心，孑然一身，思易天下，饑溺同體。」

148 
通過強化俠士對與友人、 

鄉黨、以及天下人平等、無差別的愛，突破了儒家的愛有差等與家族倫 
理。康有為、譚嗣同推崇「博愛」、「兼愛」本來同樣是出於普世關 
懷，而尚俠論述則無一例外對「愛」之對象做出界定。從「同族」、「合

群」等詞彙來看，維新派士人吸收了種族理論、群學理論：他們所謂的 
「天下」，其實是「同族」構成的國家；所謂的「生民」，則是同一 

「群」之內的民眾，也即是「四百兆神州之遺民」。由此看來，「仁人 

俠士」博愛、兼愛的對象其實就是後來所謂的「同胞」與「國民」。儒家 
的家族倫理被拆散之後，個人被均質化地吸納到「族」、「群」之中，從 
而重塑了倫理結構。

149 

                                                                          

143 清．康有為，《長興學記》，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 1 集，頁 344。 
144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 

重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楊伯峻， 
《孟子譯注》，頁 225、232。 

145 清．康有為，《長興學記》，頁 345。 
146 清．麥孟華，〈尊俠篇〉，頁 4a。 
147 清．唐才常，〈論熱力上〉，頁 248。 
148 清．麥孟華，〈尊俠篇〉，頁 4a。 
149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1868-1919）及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出版 

公司，1985），頁 24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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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學之外，公羊學也是維新派士人尚俠論述的重要資源。 

眾所周知，公羊學是康有為思想的支柱之一，他以公羊學三世説嫁接進 

化論，建構其變法理論。
150 

事實上，康有為等人反覆讚美俠士「復大 
仇」，也援引了公羊學思路，即「九世復仇」説： 

「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

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

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

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151  

在《春秋》三傳中，張揚復仇是《公羊傳》的解經特色。既然「國君 

以國為體」，國君之仇即是國仇，繼位之君主與臣子，便擔負了復仇的責 

任。在此立場上，《公羊傳》稱許齊襄公「為國復仇」，貶斥魯莊公， 

「復仇雪恥」乃是「春秋大義」。
152 

維新派士人從兩個方面化用「九世復仇」理論。首先是將俠士復仇闡

釋為「為國復仇」。回溯司馬遷的原初定義，俠士刺客皆是為主報仇， 

康有為所説「荊軻、季心、朱家、郭解之徒，為人報仇謀家國」，
153 

其

實頗為勉強，只有引入公羊學的視野，才能勉強自圓其説。麥孟華對此論

述最詳盡：「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義之。魯莊與讐昏狩，春秋恥之。西

歐諸國，尤倡斯義。」
154 

如此一來，復仇的主體由國君替換為俠士，為

之復仇的「國」也由「封國」替換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其次是強調 

「國恥」觀念。他們屢屢渲染中國遭受的恥辱，激發讀者雪恥之心：「甲午

以來，蒙恥受刖，未聞少變，以召膠州之辱，旅順大連灣之難，則將賣吾 

                                                                          

150 Hao Ch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pp. 50-55. 
151 漢．何休注，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頁 218-219。 
152 李隆獻，《復仇觀的省察與詮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編》（臺北：國立臺灣 

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26-36。 
153 清．康有為，〈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序〉，頁 1b。 
154 清．麥孟華，〈尊俠篇〉，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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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萬萬神明之胄為奴為隸。」
155 

「我國自廣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

而馬關，一恥再恥，一殆再殆，而積薪厝火，鼾聲徹外，萬牛回首，邱山

不移。」
156 

經由維新派士人的轉化，「國恥」不再是代代相傳的國君之

恥，而是處於同一個時空共同體中的「四萬萬神明之胄」、「丁斯世、宅

斯土者」共享的恥辱。凡是此「族」此「群」之一員，皆承受國家的恥 
辱，皆是復仇的主體，也就皆應以俠士為典範。與「仁」學一樣，公羊 
學「九世復仇」也成為激發「國民」意識的思想資源。 

不同於《日本國志》之遲遲不能問世，維新派士人的尚俠論述取得 
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首先，他們自己就以志士／俠士為人格理想，身體 
力行，張揚政治主體的意識：在變法的過程中，志士的熱忱、決絕想必激

勵著維新派士人一往無前；變法受挫時，康有為鋌而走險，委託譚嗣同 
動員袁世凱（1859-1916）發動軍事政變，心中大概亦存有志士倒幕的 
影子；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等志士視死如歸，自立軍功敗垂成時，唐才

常大義捐軀，又何嘗不是以俠士為典範？
157 

再者，變法失敗後，梁啟超

等人東渡日本，建構包括尚武精神在內的國民道德，很大程度上繼承了 
尚俠論述。例如《新民説》〈論尚武〉呼喚國民之「心力」、「膽力」， 
〈子墨子學説〉倡導輕生死、忍苦痛、利天下，《中國之武士道》追溯並

建構中國尚武傳統，
158 

皆可以在戊戌前後的尚俠論述中找到相應的觀點。 

由此看來，維新派士人的尚俠論述可與明治日本武士道論述相提並

論。雖然武士道源遠流長，但一直是專屬於武士階級的道德準則與行為 
規範。甲午戰爭之後，井上哲次郎（1856-1944）等明治思想家將武士道

精神建構成日本人的精神氣質。
159 

維新派士人論述尚俠時，尚未接觸到

                                                                          

155 清．康有為，〈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序〉，頁 2a-b。 
156 清．梁啟超，〈記東俠〉，頁 31。 
157 陳建華，〈戊戌變法與世界革命風雲—康有為與今文經學「革命」的困境〉，《南 

國學術》8.4(2018.11): 650。 
158 藍弘岳，〈近現代東亞思想史與「武士道」—「武士道」在日本、中國、臺灣的發 

明與越境〉，頁 71-73。 
159 同上註，頁 58-70；張崑將，《電光影裡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

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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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日本的武士道論述，卻因漢文維新史傳的刺激生發出類似的思路。 

梁啟超東渡後能夠得心應手地闡述尚武精神，即肇源於此，只是由於俠論

述缺乏武士道一般的深厚傳統，最終為尚武精神涵蓋、吞沒。梁啟超等 

晚清士人可謂先在日本漢文資源的刺激下重新發現「俠」，隨後又在日 

文資源的刺激下發現、發明「武士道」。近代日中思想的連鎖與互動， 

與我們以往的理解相較，實在是更為曲折回環。 

五、結 語 

明治初年，薩長藩閥佔據要津，殉難志士漸被遺忘，西化大潮襲 

來，儒學遭受衝擊。岡千仞與蒲生重章感慨繫之，藉助書寫《尊攘紀事》、 

《近世偉人傳》，彰顯崇儒志士對於維新的貢獻，為自身的過往正名。兩

人都刻畫了文、武兩類志士形象：他們尊奉「尊攘大義／忠孝大義」，情

緒慷慨，為國獻身。黃遵憲因緣際會駐節日本，得以閱讀兩部漢文史傳，

據以撰寫《日本國志》等著作。他志在史學經世，將日本文、武志士轉化

成忠君「處士」、「氣節之士」，輕生死、尚意氣，稍稍悖離了聖賢君子

的人格理想。甲午之後，維新派士人對儒學漸失信心，以明治漢文史傳 

與《日本國志》為依據撰寫政論，推崇俠士人格。他們吸收康有為、譚嗣

同的「仁」學以及公羊學理論，結合「心力」、「博愛」、「復仇」等 

概念重構俠士倫理，奠定了國民道德的雛形。 

經由本文的分析，我們得以從志士形象跨文化流動的角度，觀察日 

本資源如何引發晚清士人思想的轉型。首先，漢文史傳遵循日本儒學 

「文武兩道」，承襲《史記》等漢文學書寫傳統，建構出沾染「儒」與 

「俠」色彩的志士形象。晚清士人一旦引入這兩組人格典範，就不得不 

調和「儒」與「俠」的關係。他們先是以「儒」含括「俠」，再以「俠」

涵括「儒」。本屬異端的「俠」的成分不斷擴張，又在救國的大旗之下， 

與「仁」學以及公羊學理論結盟，打破固有倫理結構，最終顛覆聖賢君子 

的人格理想。再者，漢文史傳極力渲染志士的「慷慨氣質」，富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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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晚清士人對「氣」、情緒性、直覺性的素質極為推崇，構成一條重

要的思想線索。
160 

志士的慷慨情緒恰好投合晚清士人—尤其是維新派

士人的情感需求，激發他們建構崇尚意氣、情緒激昂的救國典範。就此 

而言，漢文史傳中的志士形象既帶來思想衝擊，又激起情感共鳴，從而 

引發晚清思想資源的重組，促成近代人格理想從「儒」到「俠」、從 

「文」到「武」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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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doring Confucian Scholars to Worshiping 
Kinghts-Errant:  

On the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Rece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Image of Shishi Portrayed by 

Meiji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Cui Wend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wo generations of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transformed the image of the Japanese hisforical term shishi 志士 (men of 
high purpose) portrayed by two Meiji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Sonjō kiji 
尊攘紀事 (Record of the Revere the Emperor and Expel the Foreigners 
Movement) and Kinsei ijinden 近世偉人傳 (Biographies of Recent Great 
Men), in the hope of establishing a new ideal personality for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Meiji era, two Confucian scholars, Oka Senjin 
岡千仞  (1833-1914) and Gamō Shigeaki 蒲生重章  (1833-1901), 
respectively composed the above-mentioned books to cherish the memory of 
deceased shishi.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y portrayed two 
types of shishi—Confucian scholars and knights-errant—which both 
rigidly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loyalty and filiaty as well as fervently 
sacrificing their lives for national salvation. Before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Huang Zunxian 黃遵憲 (1848-1905) complied his Treatises on Japan 
日本國志 by drawing on the two books and depicted the knights-errant as 
loyal Confucian scholars characterized by bravery and impulsiveness, thus 
violating the ideal personality advocated by Confucianism. Following the war 
and in wake of the above texts, reformists such as Kang Youwei 康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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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1927) and Liang Qichao 梁啟超 (1873-1929) composed numerous 
political discussions in praise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Japanese shishi, and 
by interpreting shishi as knights-errant, they aimed to arouse a military spirit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Moreoever, through appropriating the ideas of 
“power of the mind” 心力, “universal love” 博愛, and “revenge” 復仇 
propogated by Kang Youwei and Tan Sitong 譚嗣同 (1865-1898), they also 
succeeded in generating prototypes of a burgeoning national morality. 

Key Words: Meiji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shishi 志士, men of high 
purpose,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fucian scholarsand 
knights-errant, ideal personality 






